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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H7N9重症患者康复舒缓了公众情绪

□本报评论员 赵丽

日前抗击H7N9一线传
来好消息，我省首例H7N 9

重症患者张某已基本康复，
即将出院。在5月6日，张某4

岁的儿子，我省第二例感染
H7N9禽流感的患者已治愈
出院。

张家父子康复的消息让
人振奋。尤其是36岁的张某，
入院就诊前已发热、咳嗽 6

天、憋喘1天，出现呼吸衰竭
等症状，病情严重，让人担
忧。他治愈出院，不但对个
人、家庭是好消息，而且证
明如果应对得当，H7N 9禽
流感是可防、可控、可治的，
对我省抗击H7N9禽流感疫
情有重要的意义。这标志着
抗击H7N9的战役已经胜利
在望。

大家有目共睹，在此次
抗击H7N 9禽流感战役中，
公众生命健康被放到了第
一位，政府和社会各界为此
付出了最大努力。中央反复

要求，在H7N 9疫情防控方
面，要做到科学有效应对，
公开透明防控，确保每一位
患者得到及时救治。按照目
前信息，进入 5月以来全国
新增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
例呈明显下降趋势，说明全
国的防控措施起到了很大
作用。如今重症患者康复，
更是提振了公众的信心，缓
解了紧张情绪。事实证明，
只要应对得当，疫情并不可
怕。

不过，让人不安的是，虽
然H7N9禽流感防控卓有成

效，但近期其“次生灾害”又
突出暴露出来。自 3月底开
始，由于不断传出人感染病
例，消费者恐慌情绪加重，家
禽业损失惨重。农业部10日
发布的信息称，全国家禽养
殖业损失超过400亿元。更让
从业人员痛苦的是，这次疫
情对家禽业的打击，其实很
大程度上属于“误伤”。

公众“拒绝”家禽的心理
可以理解，防范风险是人的
本能，加之大家科学素养参
差不齐，出现过度反应也不
能苛责。但是，此次家禽业遭

遇“重创”提醒我们，在我们
这样一个大国，面对突发疫
情等公共事件，还需要建立
全方位的应对机制。

分析此次H7N9“误伤”
家禽业事件，有两点尤其值
得注意。一是信息越准确、越
全面，越有利于消除错误认
识，理性应对。此次疫情中，
感染人数、救治情况、防控措
施等信息的披露较为及时充
分，但在防疫知识普及方面，
政府和媒体仍有改进的空
间。另外，在疫情防控过程
中，“救救家禽业”的呼声已

经出现。如果政府反应更迅
速，扶持和优惠政策出台更
及时，家禽业遭受的冲击可
能会有所减少。

我们一方面成功遏制了
H7N9对公众健康的威胁，另
一 方 面 也 无 奈 地 承 受 了
H7N9对家禽业的重创。两相
对照，总结得失，我们有信心
建立更为透明的机制，应对
将来可能发生的任何疫情，
另一方面也应认识到这个成
绩并非满分，在医疗卫生领
域之外还有必要加强防范，
防止不必要的“误伤”。

重症患者康复，提振了公众的信心，缓解了紧张情绪。事实证明，只要应对得当，疫情并不可怕。另外也应认识到，

这个优秀的成绩并非满分，在医疗卫生领域之外还有必要加强防范，防止不必要的“误伤”。

□金岭

日前和一个大学里的
朋友聊天，得知现在一些大
学正在评二级教授，上榜的
人，大部分是校长、书记和
各个学院的院长，有的已经
做了将近二十年的领导工
作，真正没有行政职务的
教授微乎其微。朋友感叹
说，评二级教授，本来是为
了提升学术的价值和尊
严，反倒成了强化行政主
导的一剂苦药。

这种情况带有一定的
普遍性。五一期间，和一位
北京来的学者交谈，他说
自己学校一般教授无论收
入待遇还是尊严感，都无
法和校内行政部门资历相
当的人比，更无法和校级
领导相比，当然，个别有课
题有资金有社会荣誉和江
湖地位的教授另当别论。
他感叹说，这么个弄法，建
一流大学也就永远只能是
个口号而已。

有人可能会说，校长、
书记本来都是搞业务出身
的，就是当了领导也有资格
评二级教授。这样说有道
理，但作为领导，无论社会
地位、影响力还是待遇，都
已经“高人一等”，北京一些
高校里有人感叹二级教授
待遇赶不上处长，如果可信
的话，那么校级领导再要这
个二级教授的名头意义已
经不是太大；再说，校长、书
记“混同于老百姓”参与竞
争，哪有争不到手的？如果
监督乏力，严肃的学术岗位
和荣誉，很可能会变异成粉
饰权力和地位的口红，进而
助长学术腐败，并败坏校园

生态。这事不是没有，一位
在南方某大学工作的朋友
曾告诉我，该校新调来的书
记，是在当地行政部门做文
秘起家的，五十好几了才从
地方权力机关调到大学来，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为的就
是个正厅级别，但人家一转

身很快就成了某个人文学
科的教授，又连身也不用转
一下就成了博导，还经常煞
有介事地参加博士论文答
辩，闹出了不少笑话。

周日到省城济南的南
部山区去玩，看到三五十个
穿着入时的大学生在野炊，
弄得满地垃圾，临走时竟没
有哪个人提议大家收拾一
下，就唱着流行歌曲一路嬉
笑着拍屁股走人了，泰然自
若，毫无顾忌。我在想，学生
们并非有意为之，也没觉出
哪儿不对劲儿，只是习以为
常了，可见习惯就是文明。
改变一代人的行为习惯固

然很难，但如果有人提醒一
下，或者有人先带个头收拾
一下，说不定大家就会感到
一丝惭愧并加入进来。一个
时代风气的改变，新的价值
标准的确立，必须得有先行
者才行，少数人的担当，有
可能换来整个道德和文明

水准的提升，至少有可
能改变一个小环境，比
如一个校园。如果这一茬
大学领导人能够大气一
点，舍弃一些二级教授之
类的小利，就有可能在力
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下一代
人立规矩，久而久之，就会
形成惯例，从惯例产生文
明——— 这需要担当，需
要内心的强大。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
无一个是男儿！”后蜀的花
蕊夫人这样直陈亡国之
痛，直陈对误国者的蔑视。
如果大家都找借口，互相
攀比着“解甲”，把一个社
会精英应有的担当卸载干
净，面对“更无一个是男
儿”的嘲弄毫无愧色，说什

么也白搭了。精英群体如果
以得到多少来互相攀比，得
到的顾盼自雄，得不到的一
边窃骂一边艳羡，那换来的，
很可能是精神的衰退、人格
的萎缩，以及这个时代精神
和道德元气的颓废。

或许有人会说，别的学
校都这样评，自己不参加，
明显是吃亏，况且在这个年
头，吃了亏也未必有人说你
好。是的，的确是这样，但《圣
经》上说，“看风的必不撒种，
望云的必不收割”，什么事情
都等到条件成熟了才行动，
那就意味着永远不会采取
行动，永远都有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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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无一个是男儿”

反腐也要“走出去”

腐败在不同国家呈现
的具体样态可能有所不同，
但其本质皆可概括为“滥用
受托公共权力”。面对共同
的问题，各国自然有共同话
题。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
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独善
其身”的反腐败之路只会越
走越窄。反腐倡廉建设也要
像经济建设一样“走出去”，
在广泛而深入的国际合作
中提高能力、改变形象、发
出声音。

腐败往往与经济高速
发展、社会急遽转型如影随
形，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清廉
国家几乎都曾经历腐败高
发的政治黑暗期。这些国家
在反腐败斗争中的成功经
验和失败教训，对于正在竭
尽全力试图走出腐败高发
期的中国来说都是弥足珍
贵的参考资料。

我们应以更开放的态
度、更宽广的眼界，加强信
息交流、经验共享和技术
援助，研究借鉴国际反腐
败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增
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有效预防腐败的能力和
水平。(摘自《学习时报》，作
者田坤)

莫让青春染暮气

对身处这样一个变革
时代的年轻人而言，生活就
像一台不断加速的跑步机。
它一方面代表了某种值得
追求的生活品质，另一方面
也意味着不提速就要被甩
下来。

如果说“叹老”只是情
绪的释放和吐槽，那么精神
上的“早衰”就值得警惕了。

“早衰”的年轻人，有时会显得
和“成熟”很像，举手投足都无
比正确，待人接物都恰如其
分，说话谈吐都深思熟虑，但
总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

想来想去，原来是少了
年轻人的朝气和锐气。年轻
人不应该是敢想敢干吗，不
应该是直抒胸臆吗，不应该
是敢为风气先吗，为什么眼
前的年轻人像是从少年直
接迈入了中年？

年轻人有朝气，社会就
有朝气；年轻人有光明的前
途可奔，社会的未来就一片
大好。扫除笼罩在社会上、
徘徊在青年人心头的暮气，
需要社会对他们敞开更多
的机会之门，提供更公平的
竞争环境、更广阔的上升空
间。(摘自《人民日报》，作者
白龙)

左派右派目标相同

左派和右派，尽管看上
去势不两立，但在大方向上
却是相同的，都痛恨腐败，
都焦虑于贫富两极分化，都
想解决社会不公。再往大一
点说，不管左派或右派，都
希望我们这个国家好，都希
望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左派或右派的分歧在
于对解决问题或者达到目
的的方法有不同看法。左派
比较倾向于强调用中国的
制度、中国的办法来解决问
题，而右派则更多地倾向于
用西方的制度和方法来解
决问题。

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
有“ 寡 ”和“ 不 均 ”两 个 极
端。这些分歧，大家可以争
论，但是不能放弃理性甚
至骂街。左派如果认为回
到过去能够解决问题，可
以说出具体的道理来。右
派如果认为更多西方化能
够解决问题，也可以把道
理讲具体一些，不能只是
空喊宪政或者普世价值这
两个口号。(摘自《环球时
报》，作者张明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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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网络上的一篇帖子再引红会风波，该帖质疑红会社监委并不独立于红十字会，就
是红会的公关部。社监委秘书长黄伟民称，按照规定，社监委的办公条件和经费都应由红会
提供，“但如果这就影响我们独立，也太小看我们了。”

此前，中国红十字会曾高调宣布，去年年底成立的社会监督委员会是第三方独立监督机
构，所有委员和红会均无隶属关系，也不从红会领取任何形式的报酬。看来，红会也忌惮于授
人以柄、落人口舌，才故意隐瞒了。即使社监委自认不辱使命，囿于其与红会的关系，工作也
难以得到公众的认可。

其实，红会要想接受监督，大可不必花钱请人，广大公众和媒体就是很好的监督者。只要
红会开诚布公、信息公开透明，无处不在的监督，完全可以确保慈善事业在正确的轨道运行。
让“衣食父母”来监督，其效果远远好过监督“衣食父母”。 画/金红 文/张枫逸

如此“独立”

>>媒体视点

>>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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